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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概念、特征及体系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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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福州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６

２ 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１１８

摘要：挖掘城市废弃物中有价值的资源，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废弃物开发与管理的共同选择。 产业共生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和提高资源效率的战略工具，已经成为探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的重要视角。 将产业共生理论引入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领域，提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概念，并将其典型特征概括为“四个统一”，即价值网络与责任网络的统一，集聚共生

与虚拟共生的统一，稳健型与脆弱性的统一以及自组织性与主体建构性的统一。 借鉴超网络理论构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

网络体系的结构模型，并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 ４ 个层面对该模型进行详细解析。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

生网络可分为核心网络和外围网络，两者之间存在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共生单元具

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特征，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类型、效率各异的共生关系，推动共生模式向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进化是破解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难题的关键；共生界面具有物质交换、能量传递、信息共享、知识传播及利益协调等多样化功能，而共生

关系的进化以及共生界面功能发挥又依赖于优越的共生环境。 此外，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有依托型、平等型、嵌套型和

虚拟型等 ４ 种运作模式，国内典型案例分析表明这 ４ 种运作模式将长期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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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以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为主体的城

市废弃物却与日俱增，总量已达到数千亿吨，并以每年百亿吨的速度增长，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

大威胁。 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活垃圾填埋工程》编制组证实：我国已有约 ２ ／ ３
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１ ／ ４ 左右城市无适合场所堆放垃圾［１］。 如果不能对城市废弃物进行有效处理，
最终将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的崩溃，加快城市废弃物处理已经刻不容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成为政产学研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理

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多层次的系统化研究，研究成果涵盖城市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的价值分析、潜力估算、影响因素及政策工具等众多方面［２⁃６］，这些成果为深化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宝贵资

料。 Ｌａｙｂｏｕｒｎ 和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 认为产业共生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和提高资源效率的战略工具，已经成为探讨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的重要视角［７］。 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工农业废弃物的协同利用问题，较少拓展到城

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 随着产业共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从共生的视域和范式开展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建构力。 构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理论研究框架，可以为探索以城市废弃

物为媒介的各类行为主体间的合作关系、机理和模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深化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

展注入新活力。

１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概念的提出

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固体废弃物治理展望》指出：全球每年有 ７０—１００ 亿吨固体废弃物产生，当前固体废

弃物的资源化率不足 ４０％，仍有巨大的挖掘空间［８］。 随着城市废弃物的激增，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已经成为破

解资源与环境双重困境的重要途径，是实践绿色发展理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城市废弃物具有

数量庞大性、分布分散性、类型多样性、成分复合型、性质复杂性和价值隐藏性等特征［８⁃９］，对其资源化处理难

度大，不仅需要强大的技术与设备支撑，还需要相关产业配套、有效的市场需求和公众的广泛参与［１０］。 为此，
将城市废弃物纳入产业共生体系，推进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的循环链接，使城市废弃物资源化为其他产业的

原材料，实现产业间的联动发展，成为解决城市废弃物难题的根本出路。
Ｇｒａｅｄｅｌ［１１］最早提出“产业共生不应只包含工业共生”的观点，他认为应将产业共生拓展到产业所有领

域。 由于产业共生在提高副产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率上表现突出，使得它与城市废弃物管理具有很高的契合

性，为高效利用城市废弃物找到了理论依据。 Ｓｈｍｅｌｅｖ 等［１２］和 Ｗｏｎｇ 等［１３］都认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系统表现

出很强的共生特性和网络特性，应当成为工、农业共生体系之外的另一主体。 借鉴产业共生概念，Ｖａｎ Ｂｅｒｋｅｌ
等最早将城市共生界定为：将城市范围内的各类废弃物资源化，作为企业生产的原料或能源的现象［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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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ｇ［１５］和 Ｄｏｎｇ 等［１６］也都认为产业共生活动应包含在城市共生范围内，城市共生能够促进当地工业企业创

新城市废弃物再生利用方式，驱动城市废弃物管理与本地工业的共同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Ｚｈａｎｇ
等［１７］系统回顾了城市代谢的研究进展，认为通过物质与能量交换实现城市代谢与工业联动发展，有助于恢复

城市生态平衡；刘光富等［１８⁃１９］认同“城市共生包含各种类型的产业共生”的观点，认为城市共生所资源化的废

弃物包括一切可利用的废弃物，同时将城市共生的概念拓展到城市间的废弃物交换，即跨域共生。
由此可见，学术界普遍将各类行为主体围绕城市范围内的各类废弃物开展资源化活动所形成的共生关系

定义为城市共生。 按照上述界定，城市共生包含产业共生，其资源化对象涵盖产业废弃物和城市废弃物，覆盖

范围太广，得出的结论难免笼统，无疑将弱化理论研究价值；且以产业废弃物为媒介所形成的产业共生网络研

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已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１８，２０⁃２１］，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有限；此外，由于城市废

弃物种类繁多，目前尚未形成囊括不同城市废弃物的城市共生现象，而以废旧电器电子、废旧汽车等为资源化

对象的共生网络已经形成［１９］。 因此，本文提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概念，认为城市共生网络是

产业共生网络和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统一体（图 １）。 其中，再生利用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间合作形

成的各种共生关系是两者的交集，再生利用企业在城市共生网络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借鉴产业共生网络的概念［１５］，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定义为：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以

城市废弃物为链接媒介，以价值共创共享、利益互惠互补、生态共护共荣为共生目标，以物质流、能量流、信息

流、知识流和价值流协同运行为维系纽带，在彼此形成的共生界面上，按照一定的共生模式开展废弃物回收、
拆解、加工、再生产、再制造及市场化等共生活动所形成的动态网络系统。 这是一种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单

元间合作的组织形态和功能模式，是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行动联盟［２２］，其形成与运作过程不仅依赖于

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更需要制度激励与政策引导，是内生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体，反映了不同共生单元在获取

经济价值的同时，对生态文明价值的崇高追求。

图 １　 城市共生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ＷＦ：产业废弃物物质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ｓｔｅｓ，ＭＷＦ：城市废弃物物质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ｓ，ＰＦ：产品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ｌｏｗ，

ＲＲＦ：再生资源物质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特征分析

由于城市废弃物的独特性，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和一般的产业共生网络相比，除了具有节点异质性、
空间集聚性、系统耦合性、规模经济性、协同演化性、趋势虚拟化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外，在涉及领域、网络范围、价
值创造、交易规则、演化能力及信息结构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表 １），其典型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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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与产业共生网络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比较维度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产业共生网络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共生单元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ｔ 类型多样，涵盖消费者 类型较单一，生产型企业为主

链接媒介 Ｌｉｎｋ ｍｅｄｉｕｍ 城市废弃物 工业废弃物、副产品等

价值创造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多重性，外显价值和潜在价值 较单一，外显价值为主

产业链条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多且长，侧重于强链、延链 多但短，强调建链、补链

网络范围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ａｎｇｅ 大，一般以城市为边界 小，一般以园区为边界

网络密度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ｎｓｉｔｙ 低，网络关系较松散 高，网络关系紧密

网络弹性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刚性，重塑难度较大 柔性，可塑性强

交易频率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高，共生单元间交易较稳定 较高，加入或退出壁垒高

复杂程度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高，风险高 较低，风险小

演化能力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演化速度慢，需要制度激励 演化速度较快，主要依靠市场机制

信息结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复杂，信息不对称程度高 较简单，透明度高

２．１　 价值网络与责任网络的统一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既是一个价值网络又是一个责任网络。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内各类

行为主体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不同共生单元通过协调合作和共同行动，在追求各自经济效益的

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虽然不同共生单元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也存在共同的价值主张，具有共

同的价值追求是形成共生体的动力源泉。 从内在属性来看，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体现为生态价值，即对城市

土壤、水体、气候等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对各类原生资源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共生单元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社

会责任。 每个共生单元既是自身经济价值增值的主张者又是生态价值实现的承担者，这种生态价值的实现以

不损害各自的经济价值为前提，获得合理的经济利益是共生单元承担资源环境责任的前提，也是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共享利益和共担责任是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形成与发展的本质要求。 因此，
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过程中必须做好利益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形成对等的权责关系，以强

烈的价值追求和责任精神共同应对资源环境危机。
２．２　 集聚共生与虚拟共生的统一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在空间上也呈现出集聚特征，在我国表现为向“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集聚，但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只是网络核心区，由于其原料来源于终端消费者，中间产品（再生资源）又需要通过再生

利用企业实现价值转移。 因此，网络范围并不局限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而是拓展到整个城市，甚至跨越

城市行政区划边界，形成以生态功能空间为依托的共生网络范围。 也正因为如此，其网络密度较低，共生关系

以点共生和间歇共生为主，高效率的共生关系难以形成，尤其是前端废弃物供给与回收环节更是如此。 由于

原材料的特殊性，共生单元加入或退出网络的门槛低，特别是回收、拆解等前端环节容易陷入无序的恶性竞

争，造成二次污染。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呈现虚拟

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依托互联网络交易平台，推广“互联网＋回收”新模式［２３］，降低供给者与回收者之间

的交易成本。 各类共生单元之间也能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业链整合，打破地域、资源、环境等限制，充分挖

掘各共生单元优势，提高运作效率，实现跨域共生和虚拟化运营。 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

络所覆盖范围往往不符合行政区边界，而是以生态功能完整性为特征而形成的功能性区域，在该生态功能区

内不仅存在共生单元间的合作，也存在城际、府际间合作。
２．３　 稳健性与脆弱性的统一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是以城市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为宗旨所形成的共生体，由于废弃物中蕴藏多

样化的再生资源，如电子废弃物中可以分离出金、铁、镍、铜、锡等金属，还可以对不同材质的混合塑料进行分

离，产生聚乙烯、聚苯乙烯、ＡＢＳ 等通用塑料和工程塑料［２４］，以这些再生资源为原料形成更加丰富多样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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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业链。 通过不断提高资源化效率，提取高质量、多样化的再生资源，实现对更多原生资源的替代，可以

强化、延伸产业链。 从这个层面来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某一细分产业链的衰

败，对整体网络的影响有限，共生单元容易从其他领域打造出新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功能和稳定

性。 然而，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演化升级受到资源化后端应用环节的强约束，即产业链后端对前端具

有决定性影响，城市废弃物资源化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引致型产业链［２５］。 因此，其网络弹性较差，一
旦后端产业对再生资源需求萎缩或标准变更，将面临动荡、停滞甚至崩溃、瓦解的风险，如果缺乏强大的政策

支持和突破性技术创新成果，共生网络重塑难度较大，具有明显的脆弱性。 此外，共生单元间在市场、技术、政
策等方面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共生价值难以实现均衡分配，共生单元间存在利益冲突，也暴露出共生

关系的脆弱性。
２．４　 自组织性与主体建构性的统一

由于城市废弃物种类繁多，共生单元节点多且分散，如果缺乏高效的交流机制，共生单元间将难以形成良

性的互动互促态势，导致互惠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高效率共生模式缺失，共生网络的复杂程度较高。 在这种

情况下共生关系演化更多依靠由个人理性决定的自组织能力，而非共生单元集体理性决定的协同进化能力，
演化速度较慢，难以适应复杂、动态的不确定环境。 由于共生单元间存在各种利益冲突，在缺乏突破性技术创

新和有效政策引导的条件下，共生网络演化容易受阻；而在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政策激励的支撑下，能够激发共

生网络的利益协调功能和相互促进功能，实现城市废弃物的深度开发，挖掘出品质更好、品种更丰富的再生资

源，为下游企业提供高标准、高规格的原材料，促进共生网络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实现共生网络价值的

持续增值，体现出很强的主体建构性特征。 当前，我国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完全

依靠网络内在自组织功能将难以应对城市废弃物暴增带来的环境压力，这就更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和集体行

动［２６］，发挥政产学研用金介各方的力量，依靠协同治理解决城市废弃物暴增难题。 由此可见，城市废弃物资

源化共生网络具有自组织性和主体建构性双重特征，必须内外兼修方能推动持续升级。

３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结构体系解析

与一般的产业共生网络类似，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也是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环

境等四要素构成［２７］。 共生单元在相互的共生界面上通过某种共生模式形成共生关系，共生关系需要在特定

的共生环境中产生、维持和升华；与此同时，共生单元之间在开展物质、能量、信息、知识及资金交换过程中，促
进共生环境优化，优越的共生环境又反过来有助于共生网络价值增值，提升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城

市废弃物的供给者、回收者、资源化企业和再生利用企业等在网络形成与演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运行方

式和目标取向也存在较大差异，属于异类共生单元节点，不适合将其置于同一网络加以分析。
超网络（Ｓｕｐ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是指网络中包含着网络的系统，是分析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属性及多准则复杂

系统的有效工具［２８］。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是一个具有多维异构关联属性的多网络联动运作过程，借
助超网络不仅能够反映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同类共生单元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且能够洞察不同共生

单元之间的共生关系［２９］，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共生网络内在结构、功能及进化机理。 因此，借鉴超网络层次

划分标准［３０］，针对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所表现出的复杂特征，结合不同共生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构建

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概念模型（图 ２），这是一个包含多种不同类型又相互关联共生主体的超网络

模型。 其中，供给者网络、回收者网络、资源化企业网络和再生利用企业网络属于同构、异质的关联网络，处于

共生网络的内核，４ 个子网络联动形成闭合回路，构成核心网络。 即，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过程抽象成一个 ４
个子网络，网络节点是资源化过程的责任主体，同一网络节点间的实线表示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如资源化

企业之间的实线可以表示废弃物调拨、联合开发资源化技术等；不同网络中的虚线表示异质主体间的共生关

系，如供应者到回收者的连线可以表示废弃物的实物转移，也可以表示价值转移、双方信息沟通和知识传递

等。 政府部门、学研组织、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及新闻媒体等外围主体构成了外围网络，核心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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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网络共同形成一个相互联系、影响和融合的有机系统，核心网络与外围网络之间存在全方位、多层次合作

机制，彼此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共生单元间的合作关系，如资源化企业与学研组织间的连线可以表示产学研

协同创新，通过“双层”驱动的合作机制，推进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达到动态均衡。

图 ２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概念模型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３．１　 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实施共生行为、形成共生关系、打造共生网络的基本能量生产、交换和分配单位。 城市废弃物

资源化共生网络是由多层次、多元化共生单元构成的复杂系统。 Ｊｏｆｒｅ［３１］ 等指出，电子废弃物资源化过程是一

个关联性很强的活动，各类行为主体必须协调合作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并认为应根据不同主体所扮演角色

的重要性对其进行合理分类。 从城市废弃物资源化过程来看，原生产品或再生产品被消费后丧失使用价值形

成废弃物，废弃物回收后进行分拣、拆解、加工形成再生资源，再生资源经过再生产或再制造成为再生产品并

销售给消费者使用。 该过程中供应者、回收者、资源化企业和再生利用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关系，具有天然的

互补性，处于共生网络的内核，是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核心共生单元，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是资源供

需关系，理想状态是达到供需匹配。 这些共生单元的行为活动构成了闭路循环，也成为以城市废弃物为媒介

形成的共生关系区别于一般产业共生的关键。 而政府部门、学研组织、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及新闻

媒体等并不直接参与到城市废弃物的资源化过程中，而是发挥服务功能，要么直接支持核心共生单元的业务

开展，要么通过优化共生环境间接影响核心共生单元行为。 这些共生单元处于共生网络的外围，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激励、协调、宣传或引导等功能，对核心共生关系的形成与演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属于辅助共生单

元。 核心共生单元的不断进化也将倒逼辅助共生单元提升自身能力，使彼此能够协同进化，共同推动共生网

络演化升级。
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每类共生单元都由具有不同性质、特征或功能的行为主体构成，每类行

为主体又都存在大量的个体，它们构成了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共生单元节点。 共生单元具有“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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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互动性”双重特性。 “能动性”体现为共生单元具有自组织的内生功能，可以自行演化而优化其功能和

结构，但自演化速度慢，难以适应外界复杂环境的变化。 “互动性”则体现为共生单元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实现

协同进化，加速共生网络能量扩充，这种“互动性”一方面取决于共生单元间的质参量关联，只要存在质参量

兼容特征就能够生成共生关系［３２］，产生共生能量，促使共生单元间形成互促共演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受共生

环境的影响，尤其需要依托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激发共生单元的共生动力。 共生单元的培育是打造城市废

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首要任务，共生单元的多层次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实现共生单元能力的匹配进化是一项

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加大了共生单元培育的难度。
３．２　 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间的相互作用方式或合作形式，具体反映共生单元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知识和资

金的交换关系，是共生关系维系与升华的载体。 共生模式的价值在于使共生单元相互适应、相互激发，实现共

同进化，使共生网络能量得以合理整合和有效提升。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共生模式是指各类共生单

元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生成、交换、配置和进化的具体形式。 在城市废弃物资源

化共生网络中，同时存在着同类共生单元内部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和异类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 前者如，消
费者之间开展废弃物销售价格、渠道等方面信息的交流及行为习惯的相互影响，回收者之间在信息平台、设
施、技术等方面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学研组织针对资源化技术开展合作创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开展城市垃圾

问题的联合执法和跨界治理等。 然而，这种共生关系对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形成与演化的影响较小，
属于弱共生关系，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不再展开分析。 异类共生单元间的共生模式反映了异类共生单元间的

作用方式和作用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生效率和共生网络能量。
３．２．１　 共生行为模式

共生行为模式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行为交互方式，揭示了共生现象的形成与演变特征，包括寄生、偏利共

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等 ４ 种形式［２７］，４ 种共生模式下的共生效率依次递增。 由于城市废弃物

资源化共生网络内各共生单元都是独立的利益实体，具有自主决定共生与否的权利。 因此，形成共生关系的

前提是互利共赢。 寄生和偏利共生都是只利于单边进化，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等经济社会网络中一

般不存在。 互惠共生存在双向的利益交流机制，可以产生共生价值，从而形成共生网络进化的驱动力，是共生

关系持久稳定的保障。 虽然对称互惠共生依托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获得匹配的进化能力，其共生效率

最高、共生价值最大，能够持续促进共生网络价值增值，但由于各共生单元在能力、分工、责任及文化等方面存

在差异，又受到市场结构、政府政策、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共生单元之间在能力、地位、信息等存在明

显不对称，不可能完全对等地开展合作并实现利益的平均分配。 因此，共生单元之间更多以非对称互惠共生

形式存在。 这种不对称的能量交换关系和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共生单元无法同步进化，将造成共生单元之间的

能力不匹配，阻碍共生网络演化升级。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内核共生单元的资源化企业和再生利用企业由于具有技术、人才、规模、政策等方面

的优势，在共生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往往能够获得超额的利润；而消费者和回收者则处于被动地位，削弱了

他们参与共生网络建设的积极性。 辅助共生单元中的中介机构、学研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往往以契约形式与内

核共生单元建立合作关系，受资源稀缺性和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影响，在合作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也能够获得

更多利益；而政府、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主要发挥支持、引导作用，更多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其实际工

作效果常常低于预期水平。 非对称互惠共生下的共生网络处于非均衡状态，当共生单元利益分配不平衡达到

一定阀值，就会引发利益冲突，导致共生网络震荡、停滞甚至萎缩、崩溃，具有先天脆弱性。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

益充分，系统开放程度和信息透明度不断提高，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将由非对称互惠共生逐渐向对称互惠

共生进化。
３．２．２　 共生组织模式

共生组织模式反映了共生单元间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等

７　 １１ 期 　 　 　 张其春　 等：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概念、特征及体系解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种形式［２７］，很显然这是根据共生行为持续时间长短进行划分的，４ 种共生模式下的共生效率依次递增。 在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这 ４ 种共生模式同时并存，只是在共生网络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主导模式会

发生改变。 在形成期以点共生为主，发展期以间歇共生和连续共生为主，而成熟期则呈现高度的一体化共生。
一体化共生如果不适应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将进入衰退和蜕变阶段。 从我国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

合作情况来看，各类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日益密切，连续性、一体化共生现象日益增多，模式也日趋多样且

新颖，共生效率不断提高。 但由于我国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思想观念和体

制机制障碍，扼杀了共生单元开展共生创新的动力，点共生和间歇共生仍然是共生单元间开展合作的主要形

式。 这种松散型的低层次共生模式，导致共生单元能量得不到充分交换和释放，无法适应技术、市场、制度和

环境的变化，共生网络的层次和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仍有较大挖掘空间。 推动共生

模式不断向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进化，破解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难题，创造新的价值空间。
３．３　 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是共生单元之间开展共生活动时的接触方式和机制，或者说是共生单元之间建立联系的媒介、
通道或载体，是共生关系形成与演化的基础［２７］，具有物质交换、能量传递、信息共享、知识传播及利益协调等

多样化功能，物质、能量、信息、知识及资金等是共生界面功能得以实现的共生介质，共生单元之间正是依靠共

生介质的交换实现共同进化。 共生界面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共生介质的优劣，共生介质越优异，共生单元

间交流与合作就越顺畅，优异的共生介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生关系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共生网络效率提

升的重要保障。 很显然，物质、能量、信息、知识及资金等共生介质可以分为有形介质和无形介质，物质、资金

属于有形介质，能量、信息和知识属于无形介质，共生单元在共生界面上开展共生活动的介质往往是多样化

的，具有高度融合特征，依靠组合介质完成共生活动。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中共生关系的广泛性决定

了其共生界面存在的多样性，可以说共生界面存在于任意两个具有相互关联的共生单元节点之间。 由于共生

单元节点间建立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不同，共生界面也有丰富的表现形式。 根据共生界面依赖的共生介质差

异，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共生界面可归结为物质交换机制、能量传递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知识传播

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在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运作过程中，这五种共生界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只是

在不同的共生活动中，其功能发挥程度不同，存在主导界面与辅助界面之分。
３．４　 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关系及共生模式产生、维系及升华的外部条件，是共生单位以外的各种资源要素的综合。
优越的环境有助于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形成与演化，通过也不断与共生单元开展物质、能量、信息、
知识等交换，增强共生单元的实力及其相互间合作的稳定性；而共生网络的良性运作也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

应，推动共生环境的优化。 共生单元与共生环境的动态匹配是共生网络发展的必然要求。 按照共生环境对共

生网络施加影响的方向，可将共生环境划分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 为促进共生网络的良性发展，
必须不断强化正向效应，遏制负面影响，通过优化共生环境提升共生单元间的合作水平、层次和效率，促进共

生关系向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演进。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共生环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政策法律环

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和空间环境等，这些环境要素具有系统性、关联性和外部性特征，能够对共

生单元起到引导、激励、保护或协调作用，共生环境的不断优化有助于打造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宗旨的生态功能

空间。

４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运作模式

产业共生网络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划分为 ４ 种类型：依托型、平等型、嵌套型和虚拟型［３３］。 网络权力是网

络交换和协调过程中不同网络节点的控制能力和影响能力［３４］，不同运作模式主要是依据网络权力配置的差

异划分的。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虽然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共生网络，但其运作模式也有这 ４ 种类型，其
结构如图 ３—图 ６ 所示。 由于目前我国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运作模式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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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型与平等型为主。

图 ３　 依托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ｎｔ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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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平等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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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嵌套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ｎｅｓｔｅｄ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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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虚拟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４．１　 依托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

依托型共生网络是最基本和最广泛采用的运作模式，其本质是众多中小共生单元依附于一家或几家核心

共生单元开展共生活动（图 ３），根据核心共生单元的数量可分为单中心和多中心两种类型。 以武汉格林美

“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为核心区而形成的共生网络是单中心依托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典型代

表。 格林美是网络权力的主导者，以格林美为核心，吸引众多的中小企业集聚，为其提供回收、流通、检测、研
发、销售及金融等各项服务，核心共生单元与众多依附共生单元依靠业务关系形成强共生关系。 在这种共生

网络中，核心共生单元通常是资源化企业，其他企业或组织处于从属地位。 核心共生单元在业务谈判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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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依附共生单元对核心共生单元具有强依赖性，这种网络权力配置方式往往使资源

向核心共生单元集聚，加剧信息不对称，导致共生利益分配不对等。 核心共生单元对共生网络具有高度控制

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生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外部环境变迁和自身经营能力的变化都将造成核心共生

单元的经营波动，而一旦核心共生单元经营陷入困境，无疑对依附共生单元的生存造成决定性影响，造成共生

网络的震荡、萎缩甚至瓦解，共生风险高。 为避免核心共生单元经营变更的影响，依附共生单元往往采取分散

合作方式，同时与多家核心企业合作，从而驱动网络组织模式不断向更高层次进化。
４．２　 平等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

平等型共生网络中各节点间处于对等地位，节点之间依靠市场机制维持网络运作，节点间具有大致相同

的网络权力（图 ４ 所示）。 以广东清远华清循环经济园为核心区形成的共生网络是平等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

共生网络的典型代表。 共生单元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处于相对平等地位，由于不存在网络主

导者，网络权力配置比较对称，能够较合理地分配共生利益。 各共生单元节点之间依靠市场机制，开展物质、
信息、资金等相互交流活动形成松散型网络，共生网络内节点多，且每个共生单元往往与不同企业建立共生关

系，共生单元对共生伙伴的选择权较大，彼此间的共生关系较弱，当共生单元之间的交易不能为其中一方带来

利益时，共生关系就会瓦解。 但是，由于共生单元具有自我修复功能，单个或部分共生节点或连接失效，并不

会对整个共生网络造成太大影响，整体网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然而，由于这种共生网络内共生单元的实力

都比较一般，难以获得规模效应，也无法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市场竞争能力普遍较弱，共生环境变化对这种产

业共生网络的影响很大。 此外，这种共生网络的合作关系以利益为纽带，共生单元容易实施盲目发展、过度竞

争等短视战略，造成恶性竞争和二次污染，需要政府和园区加强日常监管，避免陷入经营危机。
４．３　 嵌套型城市废弃资源化共生网络

嵌套型共生网络是一种复杂的网络组织模式，兼具依托型和平等型共生网络的优点，通常是由多家核心

共生单元与其吸附共生单元通过各种业务关系而形成的彼此联动、相互嵌套、相互融合的多中心嵌套网络结

构模式（图 ５）。 以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为核心区所形成的共生网络是嵌套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

络的典型代表。 这种共生网络通常有多家主导企业，主导企业往往分属于不同的细分领域，主导企业具有很

强的集聚效应，吸引配套企业入驻，形成高度的产业集聚现象。 在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内，ＴＣＬ 奥博公

司、天津国联等是网络权力的主导者，它们分别属于废旧家电和报废汽车两条资源化产业链的链主，链主企业

之间通过水、能量、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交流共享建立共生关系，形成主体网络，主体网络在整个共生网

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网络权力配置的主体，如图 ５ 中的虚线框所示。 此外，链主企业还吸引了 ２８０ 多家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编织出多重子网络，形成了“静脉串联”、“动脉衔接”、产业间“动态循环”的循环经济

发展“子牙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是所有共生单元之间围绕各类废弃物，依托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知识

流和价值流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层层嵌套，形成复杂的共生网络综合体。 由于共生界面更加多元顺畅，共
生单元间的交流渠道更加便捷，共生关系更加牢固，各共生单元依托共生网络强大的价值整合能力，实现价值

在共生网络节点间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形成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 这种共生网络具有更高能级和影响力，是
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产业共生网络，能够保障共生网络的稳健性和持续升级。 然而，这种共生网络也是由核

心共生单元主导，核心共生单元一旦出现经营危机也将造成共生网络的震荡，只是多元的核心共生单元可以

创造更多的共生关系，某个核心共生单元的退出或部分共生网络的瓦解对整体共生网络的影响有限，共生单

元更容易依靠断键重连的机制和择优选择的机理［３５］，重新获得与其他企业的共生机会。
４．４　 虚拟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

虚拟型共生网络是一种新颖的组织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界限和具体的物质交换，依靠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依托信息流交换实现企业间的物质流、能量流、知识流和价值流的连

接，形成开放式的动态网络联盟。 依托江苏“ｅ 环保·易回收”平台而形成的共生网络是虚拟型城市废弃物资

源化共生网络的典型代表。 以“ｅ 环保·易回收”微信平台为纽带，实现城市废弃物供给者和回收者的有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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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而将回收、分拣后的废弃物提供给省内有资质的相关资源化企业，达到线上回收和线下处置融为一体，
这些企业在空间上并不存在集聚性，形成了虚拟式网络组织。 由于城市废弃物具有分布分散、种类繁多等特

征，且不少废弃物资源化企业和再生利用企业都是由传统企业转型而来，这些企业往往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如
果集中向特定工业园区转移、集聚，势必要花费大量的迁移成本。 虚拟型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是一种

以信息为链接纽带，以城市废弃物为合作媒介，能够充分发挥不同企业的核心能力，达到优势互补、协同工作

的组织模式，适应了将分散、繁多的城市废弃物予以资源化的现实需求，日益受到产业界的青睐。 在这种运作

模式中，“互联网＋分类回收”平台扮演着主导者角色，依托大数据平台，各类共生单元能够获得所需的原料和

副产品的数量、种类、成本等基本信息，据此建立共生合作关系，并依靠现代化的高效物流突破地理空间限制，
保障共生网络的良性运作。 在信息化平台缺少的条件下，共生单元间的共生关系将无法形成，而信息化平台

具有门槛低和边际收益递增特征，能够吸引更多的共生单元加入，丰富网络结构，提高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

网络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延展性。
然而，江苏“ｅ 环保·易回收”虽然服务于产业链上的众多企业，但目前也仅实现了产业链前端环节的有

效衔接，尚未拓展到废弃物资源化和再生利用等后端环节。 格林美的“回收哥”和桑德回收联盟也借助 Ｏ２Ｏ
方式，利用线上的手机 ＡＰＰ、微信、网站和线下回收箱相结合，试水“互联网＋分类回收”模式，并已经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这些回收平台也仅仅是企业进行产业链延伸的创新形式。 随着回收体系的不断完善，回收的废弃

物种类和数量将呈现爆炸式增长，远远超过企业自身的消化能力，回收后的废弃物将更多地提供给其他有资

质的资源化企业。 “互联网＋分类回收”平台也将衍化成废弃物资源化整合服务平台，实现从废弃物回收、拆
解、加工、再生产、再制造及市场化等各个环节的全程产业链优化，形成虚拟型共生网络。 这种共生网络具有

很大的灵活性，能够有效降低土地成本和搬迁成本，但这种模式的信息成本和物流成本较高，也不利于技术装

备的升级、土地的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的循环利用、能源的梯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以及运行管理的

规范化，推高了运营成本，这也是我国之所以极力打造“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推动产业集聚化发展的重要原

因。 即便“互联网＋分类回收”模式成熟运作，虚拟型共生网络也仅仅是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辅助模

式，不可能替代其他类型的运作模式，而其他 ３ 种运作模式却能够从“互联网＋分类回收”中受益，使共生网络

愈加高效、稳定而持久。 因此，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将呈现有形网络和虚拟网络长期并存的格局。

５　 结论与展望

随着我国“城市矿产”开发工作的快速推进，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已经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理论

落后于实践的弊端凸显。 因此，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系统性、关联性、动态性和普适性等方面寻

求新的突破。 本文将共生理论引入城市废弃物资源化领域，在厘清产业共生网络、城市共生网络与城市废弃

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概念，并将其特征归纳为“四个统

一”。 然后，从超网络视角构建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的系统构成及各层网络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各个

网络节点间的关联，更深入地洞察共生网络内部结构，从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环境解析城市

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体系，并利用国内典型案例对 ４ 种运行模式进行解释，为开展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探索思路。 从该体系入手，可进一步开展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共生网络形成问题、
共生网络演化升级机理、共生网络单元角色定位和利益协调、共生网络效率评价与提升、共生网络脆弱性诊断

与治理以及不同共生网络的异质性问题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我国大规模开展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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